
　　　　　

文化碰撞中的选择:
中国传统礼仪法文化在近现代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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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礼仪是中国古代文明的一种符号, 礼仪法是中华法文化的一个标志性内容, 是华夏

“礼仪之邦” 有别于其他民族的显著特征。 法律近代化过程中 , 中国古老文化与西方外来文化的冲

突, 首先是围绕着礼仪而展开的;文化冲撞后的维新与变法, 也将旧礼仪的改造作为要务。传统的礼

仪法文化承载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民族精神 、 民族品格, 也凝结着浓重的尊卑等级观念 、 封建迷信

色彩, 充斥着铺张 、 奢华的繁文缛节。取其精华, 弃其糟粕, 将有助于当今的礼仪文化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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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文化卓尔不群, 具有鲜明的个性, 而礼仪制度是其重要的载体。数千年来, 中国古人创

造了丰富而灿烂的礼仪文化, 其内容之广泛, 规模之庞大, 系统化程度之高, 令人叹为观止。汪

德迈曾大肆称道这种中国独有的 、被 “组织得异常严密完整 ” 的 “规范系统”;孟德斯鸠也曾异

常瞠目这种与 “法律 、风俗混合在同一个法典里”、 作为 “中国人生活指南 ” 的规则①。中国古

代的礼仪习俗与规则中大量内容已被法律化了, 即由政府确认或制定, 由最高统治者明令颁行,

礼仪法成为法律体系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一个自成体系的法律门类, 甚至在唐以后实现了法

典化。这在世界法制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 。

　　笔者近年曾数度撰文探讨中国传统礼仪法的内容 、 特点以及文化内涵, 在此试图转向文化冲

突的视角, 关注传统礼仪法文化的近现代命运。由于时间与目前占有资料的局限, 笔力之未逮,

诚望专家学者赐教匡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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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关于礼仪在中华文明中的特殊性与重要性, 法国著名汉学家汪德迈在其 《礼治与法治———中国传统的礼仪制度与西方传

统的 JUS (法权 ) 之比较研究 》 (载 《儒家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 齐鲁书社 1989年版 ) 一文中曾指出: “除了中国之外,

从来没有其他国家使用过类似礼治的办法来调整社会关系, 从而维持社会秩序。这并不是说礼仪这种现象是中国独有的———此

现象是很普遍的, 任何文化都具有———可是只有在中国传统中, 各种各样的礼仪被组织得异常严密完整, 而成为社会活动中人

与人关系的规范系统 ”。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在其 《论法的精神 》 一书 (商务印书馆 1961年版 ) 中大发感慨:“中国人的

生活完全以礼为指南 ”, “因此, 他们制定了最广泛的 礼̀ ' 的规则 ”。中国的立法者们 “把法律 、 风俗和礼仪混合在同一个法

典里 ”, “……对此我们不应当感到惊奇, 因为他们的风俗代表他们的法律, 而他们的礼仪代表他们的风俗 ”。



一 、 礼仪之争:中西文化冲突的焦点

清末变法修律中的 “礼法之争”, 主要围绕着涉及 “礼教 ” 的几种罪名及刑法原则在新刑律

中的存废问题, 是中西方文化冲突的一个集中反映, 表现为清政府内部礼教派与法理派的论争。

而我们这里要探讨的 “礼仪之争”, 是直接围绕着作为中华文化表征的 “礼仪” 而展开的, 主要

涉及中国传统的礼仪与基督教教义以及西方近代礼仪文明的冲突, 这是中西方文化碰撞中发生冲

突的一个最初 、 也是最直接的焦点。

(一 ) “祭礼 ” 之争

清初康熙年间, 基督教掀起对华传播高潮 。天主教各修会纷纷来华传教, 但因为对中国传统

礼仪的理解和态度不同, 以及中西文化传统对宗教的不同理解而发生争论, 并进一步演化为清廷

和罗马教廷之间的政教之争, 最终导致清廷的禁教举措, 史称 “中国礼仪之争 ”。这次争执是中

西文化最初 、最大的一次冲突, 也是清初中国文化与基督教文化的一次大碰撞 。

1.祭礼在中国传统文化和政府中的重要地位

中国古代的礼仪规范, 内容包罗万象, 极其繁琐和庞杂。涉及到 “丧 、祭 、 射 、 御 、 冠 、

昏 、朝 、聘 ” ( 《礼记 ·礼运》 ) 等诸多方面, 按照内容的性质可分为吉礼 、嘉礼 、宾礼 、 军礼 、

凶礼等 “五礼”。国家礼典也按此五礼分类 。祭礼属于 “五礼 ” 中的 “吉礼 ”, 它位居 “五礼 ”

之首, 是古代礼仪法的重要组成部分, 受到历代统治者的高度重视。所谓:

凡治人之道, 莫及于礼;礼有五经, 莫重于祭 。 ( 《礼记 ·祭统》 )

国之大事, 在祀与戎 。 ( 《左传 ·成公十三年 》)

中国古代祭礼内容宏富, 颇具特色 。其程序之复杂, 仪节之繁琐, 规矩之严格, 场面之宏

大, 也堪称一绝 。按祭祀的对象来分, 祭礼大致可归为三大系列, 或称 “三礼”, 即祭祀天神之

礼 、祭祀地祗之礼 、 祭祀人鬼之礼。 《隋书·礼仪志一 》:“唐虞之时, 祭天之属为天礼, 祭地之

属为地礼, 祭宗庙之属为人礼, 故 《书》 云命伯夷典朕三礼 。”如果按等级来分, 祭礼的可以分

为大祀 、中祀和小祀三等, 神的大小, 礼的轻重, 祭祀规格的高低, 皆有区别。一般祭昊天上

帝 、皇帝祗 、宗庙等为大祀, 祭社日月星辰 、 山川百物 、社稷 、 先代帝王 、祭孔子等为中祀, 祭

风雨雷电等为小祀。大祀皆由皇帝亲祭。如果按祭祀的目的来分, 又可分为祈福祭 、弭灾祭和报

谢祭。

祭祀礼仪在古代中国倍受推重。中国古代的祭祀礼仪制度是以儒家的宗教思想为理论基础建

构起来的。按儒家的观点, “礼之所以成天之道, 以治人情也。” ( 《礼记 ·礼运》。) 祭祀不仅纳

入礼的范围, 而且, 五礼之中 “莫重于祭”。正统宗教的鬼神观念仅仅成为一个形式外壳, “治

人之道 ” 才是其实质价值 。祭礼正是要通过对天 、地 、 祖先等神灵的崇奉 、 致敬 、 享祀, 来设

立和推行人世间的教化, 倡导为政之德, 淳正民风民俗, 进而维护统治秩序。 《礼记 ·祭统 》

曰:“祭者, 教之本也 ”。又曰: “祭有十伦焉:见事鬼神之道焉;见君臣之义焉;见父子之伦

焉;见贵贱之等焉;见亲疏之杀焉;见爵赏之施焉;见夫妇之别焉;见政事之均焉;见长幼之序

焉;见上下之际焉。”祭祀礼仪正是沟通人与神的最佳方式和桥梁, 它可以通过特定的祭祀仪式

对神灵的顶礼膜拜, 实行伦理教化 。此乃儒家所谓 “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 “神道设

教 ”, 是儒学关于利用祭祀推行教化的代表性理论, 就是通过崇奉神道来推行教化。一方面借助

神的力量来威慑臣民, 另一方面通过祭天 、祭地 、 祭祖宗圣贤的宗教活动贯彻宗法礼制, 为维护

统治秩序服务。 “神道 ” 是工具, “设教” 才是目的 。儒学虽然具有宗教色彩, 但不等于宗教,

它讲 “出世 ” 而不是 “避世 ”, 它重视现实人生, 重实用, 重伦理道德, 讲人要对社会尽责。

敬天 、 祀孔 、祭祖等祭礼被认为事关封建中国的 “国本 ”, 不可改变。孟德斯鸠曾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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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帝国的构成, 是以治家的思想为基础的 。如果你削减亲权, 甚至只是删除对亲权表示尊重

的礼仪的话, 那末就等于削减人们对于亲同父母的官吏的尊敬了, 因此, 官吏也就不能爱护老百

姓了, 而官吏本来是应该把老百姓看做象子女一样的;这样一来, 君主和臣民之间所存在着的爱

的关系也将逐渐消失 。只要削减掉这些习惯的一种, 你便动摇了国家”。 [ 1] (P316) 由此, 统

治者集中一切力量, 制定了无数的礼节和仪式, 引导和鼓励人们遵循伦常规则, 使人恪遵孝道,

养成服从和孝敬的观念。孟氏还认为:在东方国家, 人们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维护着风俗与礼仪

的权威, 君主或立法者也比世界上的任何国家都更注意不改变风俗和礼仪 。因为他们知道一旦改

变了这些世代相袭的风俗 、礼仪与惯例, 将会招致严重的后果 。所以 “专制国家的风俗和礼仪,

决不应该加以改变, 这是一条重要的准则 。没有比这样做更能迅速地引起革命 。因为这些国家就

象没有法律一样 。它们只有风俗和礼仪。如果推翻风俗和礼仪, 就是推翻了一切”。 [ 1] (P309)

2.“中国礼仪之争 ” 及其实质

基督教在华的传播, 据现存的可靠史料记载, 实起自公元 635年。基督教异端聂斯托利教派

在唐代传入的景教和元代传入的也里可温教 (景教与天主教的总称 ), 被视为基督教在华的第

一 、第二次传播 。但这两次传播均依附于统治者的庇护, 在很大程度上局限于宫廷宗教或贵族宗

教, 并未与中国文化在思想层面上有实质性的接触。 16 ～ 17世纪明清之际, 基督教再次掀起对

华传播高潮 。耶稣会士利玛窦切实感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影响, 以及文化差异对理解教义所造

成的巨大障碍, 从而开始刻苦研习中国经籍, 采用了 “文化适应 ” 的传教方略, 利用儒家经典

中关于天 、 上帝等概念来论证基督教至上神的存在, 并顺应和改造中国传统文化以及祀孔 、祭祖

等传统礼仪和社会习俗进行传教, 取得了较大成效 。

然而, 利玛窦去世后, 他对中国传统礼仪的 “妥协 ” 遭到其继任者龙华民, 以及来华传教

的多明我会士 、 方济各会士的反对, 其主要理由在于, 称造物主为 “天 ” 或 “上帝 ” 以及祀孔

祭祖属于宗教性质, 与基督教信仰的基本教义相悖 。而大多数耶稣会传教士仍主张奉行利玛窦的

传教路线。围绕着中国礼仪, 在华传教士内部的天主教各修会之间发生了激烈论争。多明我会

士 、方济各会士上书罗马教廷, 希望教皇禁行中国礼仪, 禁止使用 “天” 或 “上帝 ” 两个称谓,

禁止信徒参与祀孔祭祖。在华耶稣会传教士则上疏中国皇帝康熙, 希望康熙出面证明中国礼仪不

是宗教崇拜 。在华传教士的内部争论由此上升为康熙皇帝和教皇的对抗。

康熙明确表示, 祀孔祭祖系中国传统习俗, 不含宗教礼仪。而罗马教皇派使者多罗来华解决

“中国礼仪之争”。后来, 多罗公布了教廷的禁令, 而康熙则在看到罗马教廷的禁令之后批示:

“览此告示, 只可说得西洋人等小人, 如何言得中国之大理 。况西洋人等, 无一人通汉书者, 说

言议论, 令人可笑者多。 ……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传教, 禁止可也, 免得多事。”

在此之后, 罗马教廷坚持禁止中国礼仪的强硬立场, 而中国康熙之后的雍正 、 乾隆 、嘉庆三

朝亦继续执行禁教的政策 。基督教在中国虽未销声匿迹, 但其轰轰烈烈的第三次在华传播却在整

体上已就此画上了句号。直至鸦片战争中国战败, 基督教 (含天主教和新教 ) 才乘坐炮舰重回

中国。 1939年, 教皇庇护十二世批准传信部撤销有关中国礼仪的禁令的建议。 “中国礼仪之争”

由此正式结束。

“中国礼仪之争” 的症结主要在于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 一神信仰与多神崇拜的冲突。作为一种文化现象, 宗教是民族文化心理的积存。由于

历史和文化背景不同, 不同的民族有着不同的宗教, 不同的宗教有着不同的信仰。基督教的突出

特点是一神论, 只信仰上帝, 不敬拜他神 。而中国则是一个泛神论的国家, 传统的敬天 、 祀孔 、

祭祖等多神崇拜普遍地存在。无论哪一座城市, 几乎都有孔庙 、 庵院和寺观;即使数十户集居的

小村落, 亦必有一混合式的庙宇, 供奉着观音 、关帝 、 财神 、阎王等牌位或塑像;尤其是在普通

家庭之中, 更莫不有土地神 、 门神 、 灶神 、祖先等神牌, 应时按节地焚香烧楮, 顶礼膜拜。多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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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拜习俗在中国世代相袭, 根深蒂固 。可见, 基督教的一神信仰与中国的多神崇拜本身就存在着

不可调和的对立因素, 而且宗教信仰还具有强烈的排它性, 因此, 当其二者相遇后, 矛盾冲突便

立即凸现出来。

其二, 中西政教关系的差异。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 一种作为与国家政治分离的独立力量的

宗教基本上是没有存身之地的 。中国历来宗教观念薄弱, 但人们却很早就认识到并认可宗教的道

德教化功能, 故很早就有 “神道设教 ” 的传统 。自从周代形成 “以德配天 ” 的思想后, 这种倾

向就更加明显了 。在这种意义上, 宗教在国家的眼中始终是推行王化的工具。宗教只有在有助于

王化或者至少不损害王化的前提下才有存在和发展的可能性, 而王化的核心则是 “忠 ”、 “孝 ”。

在中国历史上, 也曾经有过几个皇帝笃信宗教, 却从未有过某种宗教成为国教, 甚至凌驾于政权

之上的现象 。佛教传入中国之后, 历史上所发生的几次排佛乃至灭佛事件, 也都是因为佛教与中

国传统的忠孝思想发生冲突而导致的 。在西方的文化传统中, 基督教产生之初, 也曾因与罗马帝

国的政治发生冲突而受到压制 。即便在后来获得国教地位的年代里, 也不能摆脱依附于政权的地

位 。然而, 西罗马帝国的覆亡为罗马教会的独立发展提供了机会 。作为旧世界的仅存硕果, 教会

借政权更迭的机会摆脱了王权的制约, 甚至在中世纪发展成为凌驾于各国王权之上的力量。到

“中国礼仪之争” 发生时, 虽然罗马教会的鼎盛时代已经过去, 教皇要倚托各国国王才能保有自

己的地位, 特别是经过宗教改革, 一大批教会脱离了罗马天主教会的统治, 形成了所谓的新教,

但罗马教廷对各国恪守天主教信仰的教会仍有很大的支配作用。尤其是多明我会 、 方济各会 、 耶

稣会这些跨国修会, 更是惟教皇之命是从 。此时的清王朝, 尚有足够的能力维护自己的尊严和地

位, 不可能允许有独立于国家 、乃至凌驾于国家之上的宗教 。清王朝对待基督教的优容, 本就是

以其有助王化为前提的, 现在基督教不仅无助于王化, 反而向皇帝的权威提出挑战, 康熙的

“禁止可也, 免得多事 ” 也就是不可避免的结果了 。

其三, 基督教平等思想与等级观念的冲突 。基督教认为:一切人都是上帝的子民, 在上帝面

前, 人人平等, 无高低贵贱之分。而长期生活在封建社会的中国民众, 则形成了一套等级观念:

天 、地 、君 、亲 、师, 君臣 、 父子 、 夫妇 、兄弟, 长幼有序, 尊卑有别, 天经地义, 不能躐等。

这样, 在基督教的平等思想与中国民众的等级观念之间便存在着矛盾和对立, 而且这种矛盾和对

立不仅具有一般文化冲突的性质, 在某种意义上还具有意识形态冲突的内涵, 因此它表现得更为

复杂和激烈 。基督教宣传的平等思想引起了封建统治阶级的恐惧与愤慨。在中国封建官僚统治的

金字塔里, 皇帝高高在上, 各级官吏隶属于下;皇帝恩泽百官, 百官忠于皇帝 。基于这种官僚统

治模式, 君上臣下, 尊卑有序, 已经成了封建统治阶级的普遍心理定势。而传教士在不平等条约

庇护下, 竭力宣传基督教的平等思想, 企图解构掉中国的旧有观念和旧有秩序, 代之以基督教精

神 。

其四, 官方对待西学东渐的态度 。康熙在内心深处认为, 接纳传教士和西学, 纯粹是一种恩

典, 一种优待, 他对西学的根本态度, 大约只能是 “节取其技能, 而禁传其学术 ”。天文历算,

是王朝定鼎制历所需;西洋军器, 是为护卫王朝 “百年之国祚 ” 之所需;钟表器物, 则为圣躬

赏玩之所需 。除了这些技能方面的东西可取外, 西来的传教士和思想学术都有悖圣人 “五常百

行之大道, 君臣父子之大伦”, 与 “中国道理大相悖谬 ”。

(二 ) “跪拜礼” 之争

跪拜礼是中国古代向对方表示崇高敬意的礼节, 也是中国古代使用时间最长 、 最频繁的一种

礼节。按照 《周礼》, 跪拜分稽首 、 顿首 、 空首, 称为 “正拜”。行稽首礼时, 拜者必须屈膝跪

地, 左手按右手, 支撑在地上, 然后, 缓缓叩首到地, 稽留多时, 手在膝前, 头在手后, 这是

“九拜” 中最重的礼节 。一般用于臣子拜见君王和祭祀先祖的礼仪。行顿首礼时, 其他和稽首相

同, 不同者拜时必须急叩头, 其额触地而拜。一般用于下对上的敬礼 。行空首礼时, 双膝着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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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手拱合, 俯头到手, 与心平而不到地, 故称 “空首 ”, 又叫 “拜手 ”。这是 “九拜 ” 中男子跪

拜礼的一种 。其他如振动, 不仅要跪拜 、顿首, 拜后还要 “踊 ”, 即跳踊, 一般都在丧事时, 拜

者往往捶胸 、顿足, 跳跃而哭, 表示极度悲哀;凶拜, 即行礼时, 先顿首, 后空首;吉拜, 则在

行礼时, 先空首, 后顿首;奇拜, 奇为单数, 即一拜;褒拜, 即再拜 、 三拜。古代以再拜为重。

肃拜, 是古代女子跪拜礼的一种。拜时跪双膝后, 两手先到地, 再拱手, 同时低下头去, 到手为

止, 故又称 “手拜”。肃, 手到地的意思 。

清王朝入主中原以后, 通过对中国历代各种礼仪制度的因革损益, 制定了一整套冗杂繁琐的

社会政治礼仪。仅跪拜一节, 即有一跪三叩首 、二跪六叩首 、三跪九叩首之别 。随着西方使臣来

华, 其国家的社会政治礼仪开始向中国传统的跪拜礼挑战。清代围绕着外国使臣觐见中国皇帝的

觐见礼, 清政府和西方国家发生了激烈的礼仪之争 。有代表性的主要有两次:

第一次跪拜礼之争发生自乾隆年间。

乾隆五十七年 ( 1792年 ) 就在中国国门日益封闭之时, 英国使节马戛尔尼率使团来到中国,

马戛尔尼来华恰值乾隆 83寿辰, 使团为此携带了不少体现英国乃至欧洲科学技术水平的礼品,

如天象仪 、 天球仪 、 反射望远镜 、太阳系仪 、 天文钟 、 大型战船模型等。然而, 使团的更主要使

命是为英国谋求在华商务利益, 其中包括:为英国贸易在中国开辟新的港口;尽可能在靠近生产

茶叶和丝绸的地方获得一块租界地或一个小岛, 让英国商人常年居住, 并由英国行使司法权, 废

除广州现有体制中的滥用权力;在中国特别是北京开辟新的市场;通过双边条约为英国贸易打开

远东其他地区;向北京派常驻使节;对中国的实力做出准确的估计。从这些要求来看, 马戛尔尼

使团的目的具有现代意义, 或者说具有资本主义的扩张意义, 意味着两个世界的冲突。

据夏燮 《中西纪事》 卷二 《滑夏之渐 》 记载:乾隆帝对马戛尔尼的在华活动有多次朱批。

在接待规格上, 乾隆帝指示:“应付外夷事宜, 必须丰俭适中, 方足以符体制 。” 在拒绝英国派

常驻使节时, 乾隆敕书说:“此与天朝体制不符, 断不可行 。” 严峻的体制冲突发生在要不要三

跪九叩上, 当马戛尔尼拒绝这样的礼仪时, 乾隆帝谕令办理接待事务的大臣用下述理由开导对

方:凡是四方藩封之国, 前来天朝进贡和观光者, 不但陪臣必须向天子行三跪九叩之礼, 即使是

该国的国王亲自来朝, 也必须躬行此礼。尔自应遵守天朝法度。如尔等拘泥本俗, 不行此礼, 那

就不能表示尔国派遣尔等航海远来输诚归顺的诚意 。马戛尔尼拒不下跪, 只允行英国式的屈一膝

礼, 双方争执不休。结果如何, 说法不一 。据马戛尔尼记载, 他只屈一膝, 而清朝却说, 马戛尔

尼曲了双膝 。

乾隆帝因马戛尔尼拒行跪拜礼而大为恼怒, 认为其亵渎和侵犯了天朝尊严 。由于马戛尔尼的

“无知” 或 “妄自骄矜 ”, 使他所担负的谋求英国在华商务利益的任务的有限实现也失去了希望 。

在中国跪拜礼决不是一种简单的礼仪, 而是维系与稳定 “天朝体制 ” 的必不可少的 “软

件 ”。跪是对权威的认可, 接受跪拜是尊者长者的权利。整个中国的生活秩序, 就是在跪与受跪

中形成 。

和 “天朝体制” 密切联系的是 “天朝心态”。所谓 “天朝心态” 是一种以中国为天下中心,

以中国皇帝为天下共主的狭隘文化意识。在这一意识的框架中, 中国千古不变地享有施布文教的

恩主的尊荣, 外邦则只应无条件地处于恭谦臣属的地位 。由此而导致使团与天朝官员的对话从一

开始就不是在同一语境中进行 。马戛尔尼作为 “特使 ” 来华, 清朝官员偏要称为 “贡使”, “以

符体制 ”。使团给乾隆帝带来了贺寿的礼物, 清朝官员却断然纠正道:“不是礼物, 是贡礼 ”, 连

英王三世致乾隆皇帝的信, 也被清朝官方的译员按中国人一厢情愿的理解, 翻译得面目全非, 似

乎英王在向乾隆单方面表示效顺和吁请天恩, 其中竟译有 “向化输诚 ”、 “进献表贡” 等语。而

乾隆给英王的敕文谕道:“尔国王惟当善体朕意, 益励款诚, 永矢恭顺, 以保尔有邦, 共享太平

之福。” 对于那个不肯向皇上跪拜的贡使马戛尔尼则宣称:“ (该贡使 ) 大乖仰体天朝加惠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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抚育四夷之道。” ( 《清朝续文献通考 》 )

第二次跪拜礼之争发生在同治年间。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 英法等国公使常驻北京, 多次强烈要求觐见清帝, 但不行跪拜之礼。

当时清廷以幼主临朝 、太后垂帘, 不便接见外国使臣为由予以婉拒 。 1873年 2月, 清两宫太后

撤帘, 同治帝亲政。西方国家驻华公使以公使团的名义再次提出觐见清帝的要求, 为此反复与清

廷交涉 。交涉的焦点是外国使臣将以怎样的礼仪觐见同治帝 。外国公使团认为, 对清帝行三跪九

叩之礼, “大失 (本国 ) 政府尊严, 己身之体面 ”, [ 2] (P186) 因而坚决反对跪拜;清廷则坚

持 “跪拜之礼, 最关中国国体 ” 的礼仪观念, 不肯轻易改变跪拜之礼 。

经过长期交涉, 中外双方达成妥协。清廷同意外国公使可不行跪拜之礼;外国方面表示:外

国使臣会见本国或其他国家君上之时, 并不跪拜, 只是三鞠躬而已 。 “此次在中国请觐, 改为五

鞠躬, 以昭格外敬诚 。” [ 3] (P24) 日本大使副岛种臣则格外专横, 表示只向清帝行三揖之礼 。

1873年 6月 29日 (同治十二年六月初五日 ) , 日本大使以三揖之礼, 西方各国公使以五鞠

躬之礼, 在紫光阁觐见了清同治帝。

在此次的觐见礼仪纷争中, 清廷虽与外国使团交涉三 、 四个月之久, “譬晓百端, 反复辩

诘, 几于舌敝唇焦” [ 3] (P29), 最终仍是被迫屈从于外国的压力, 第一次同意外国使臣不以跪

拜之礼觐见清帝 。这不但改变了有清以来二百年余列祖列宗之 “旧制 ”, 也改变了中国数千年来

的华夏礼仪 “旧制”。外国人以鞠躬或作揖礼觐见同治帝的事实, 如同一个强有力的楔子, 严重

动摇了传统跪拜礼仪的权威与根基。

二 、 传统礼仪法的调整与变革:清末民国变法的要务

鸦片战争后, 国难当头, 亡国灭种的危机加剧, 如何挽救时局, 变法图存 ?西学东渐, 古老

的礼仪文化受到强烈的冲击, 面临窘境, 如何应对 ?

黄仁宇先生在其 《万历十五年》 中指出:“国家所依恃的礼仪或失去了活力与弹性, 或渐成

具文, 甚至皇帝都深感已成为礼仪的囚人 。繁文缛节一切以传统道德为准绳的做法, 致使管理效

能低下, 新局面更无从打开。” 甚至总管国家礼仪之事的最高机构 ———礼部的最高长官徐光启,

也认识到中国的礼仪制度存在着缺陷 、弊端与不合时宜 。 [ 4] (P39)

基于 “礼为国本 ” 的传统认识, 一些维新派 、 革命派的代表人士, 开始积极倡导改革旧的

礼仪制度, 革除不适应时代要求的陈规陋俗, 认为这是拯救国家的根本所在。

康有为力主 “割发”、 “易服 ”、 “改元”, 认为 “易其服”, 才能 “易人心, 成风俗”, 方能

使 “新政得行”;曾国藩也寄希望于 “隆礼”, “舍礼无所谓道德 ” “舍礼无所谓政事 ”;孙中山

则认为 “社会之良否, 系乎礼俗之隆污。故弊礼恶俗, 亟须厘正, 以固社会根基”, 并主张 “大

集群儒, 制礼作乐”。

清末及民国时期对于旧礼制的改革, 在如下几方面表现较为突出:

(一 ) 冠服礼仪的变革

传统的服饰礼仪有其值得称道的一面 。中国古代素来享有 “衣冠王国 ”、 “礼仪之邦 ” 的盛

誉, 唐代孔颖达在注释 《左传 》 时曾经这样解释对中华民族的 “华夏 ” 之谓:“中国有礼义之大

故称夏, 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华 、夏一也 ” ( 《左传 ·定公十年 》 孔颖达疏 )。 《尚书正义 》 注

“华夏”:“冕服华章曰华, 大国曰夏”。 “华夏 ” 作为族称, 这不仅说明汉服的典雅大气 、 飘逸

秀美, 也表现着 “礼仪之邦” 的自尊自信 、 彬彬有礼的大国风范;不仅说明衣冠服饰的特色无

双, 足以成为标示我们民族的 “符号 ”, 更揭示了我国 “衣冠之治 ” 的悠久传统, 以及冠服礼仪

在维护社会秩序中的重要价值与功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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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 古代的服饰制度始终贯穿着礼的 “分等级, 定尊卑 ” 的精神 。 《后汉书 ·舆服志 》

曰:

“夫礼服之兴也, 所以报功章德, 尊仁尚贤。故礼尊尊贵贵不得相逾, 所以为礼也 。非其人

不得服其服, 所以顺礼也 。”

所谓 “非其人不得服其服 ” 维护的是古代社会等级中人与人之间贵与贱 、 上与下的系统排

列, 身份地位异, 则 “冠履异, 则衣袋异, 则环佩异……是以天下见其服而知其贵贱, 望其章

而知其势位……尊卑已著, 上下已分, 则人伦法矣 ” ( 《古今图书集成 ·礼仪典 》 )。几乎历代王

朝都有类似于 《衣服令》、 《车服制 》、 《舆服制 》 之类的专门的法令规章, 更在王朝的官修礼典

中, 对于社会各阶层特别是王公贵族 、文武百官的穿衣戴帽, 从衣服的质料 、 色彩 、款式 、花纹

和装饰的细部, 做了繁琐的规定, 以做到 “贵贱之别, 望而知之。” 颁布各种服饰禁令, 对下级

官吏, 特别对平民庶人的服饰做出种种限制。违令者以 “僭礼”、 “逾制” 论罪。

冠服礼仪的变革, 始于变法维新 。在西风劲吹中, 西方的服饰文明传入中国, 裹足 、蓄辫等

鄙俗陋习也日显其不合时宜 。基于自古改朝换代, 必定要先 “改正朔, 易服色 ” 的传统观念,

在北洋水师任教的宋恕曾呼吁:“变法, 必自易西服始 。”

维新改良派们以 “与万国同风 ” 为参照, 针对我国的服饰礼俗中的一些陈规陋习, 要求放

足 、断发 、 易服, 把 “变衣冠 ” 作为学习西方文明的一项重要内容。伴随着剪辫 、 易服运动,

反缠足的呼声越来越高涨 。康有为上书 《请禁妇女裹足摺》 和 《请断发易服改元摺 》, 认为女子

裹足, 不能劳动;辫发长垂, 不利于机器生产;宽衣博带, 长裙雅步, 不便于万国竞争的时代,

非易其衣服不能易人心, 行新政。康有为在 《请禁妇女裹足摺》 中, 痛陈裹足之祸害:

夫刖足者, 为古肉刑之一, 刑者成也, 一成不变, 后王恐波及无辜, 犹为废之, 史称其美。

女子何罪, 而自童幼, 加以刖刑, 终身痛楚, 一成不变, 此真万国所无, 而为圣王所不容者也。

……

试观欧美之人, 体直气壮, 为其母不裹足, 传种易强也 。迥观吾国之民, 弱纤偻, 为其母裹

足, 故传种易弱也。今当举国征兵之世, 与万国竞, 而留此弱种, 尤可忧危矣。夫父母之仁爱,

岂乐施无道之虐刑于其小儿女哉 ?徒以恶俗流传, 非此不贵, 苟不缠足, 则良家不娶, 妾婢是

轻, 故宁伤损其一体, 而免摈弃其终身, 此为一人一家之事, 诚有茹苦含辛而无如何者 。若圣世

赶保小民, 一夫之有失时, 引以为予辜, 一物不得所, 引以为己罪, 而令中国二万万女子, 世世

永永, 婴此刖刑, 中国四万万人民, 世世永永传此弱种, 于保民非荣, 于仁政大伤, 皇上能无测

然矜之 ? [ 5] (P95-99)

因为清人崇尚天足, 以满洲人为主流的清统治者本来就反对 、禁止妇女缠足, 只是由于抵制

不了汉人根深蒂固的陋习, 才不得已采取宽容让步的对策。因此反对缠足得到了清代上层统治者

的大力支持, 光绪三十年颁布 《劝行放足歌》 的诏书。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王朝, 结束了数千

年的封建统治, 这为扫除积弊 、更新气象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社会条件。 1911年 10月 19日, 即

在辛亥起义成功的第 9天, 湖北军政府即发布妇女放足的通告: “照得缠足恶习, 有碍女界卫

生 。躯体受损尤大, 关系种族匪轻。现值民国成立, 理宜百度维新。男子一律剪发, 女子亦宜振

兴 。况为国民之母, 岂可玩忽因循。特此示令放足, 其各毋违凛遵 ”。 [ 6] (P213) 孙中山就任

临时大总统后, 立即于 1912年 3月 13日向全国发布命令劝禁缠足:“缠足之务, 由来殆不可考,

起于一二好尚之偏, 终致滔滔莫易之烈, 恶习流传, 历千百岁, 害家凶国, 莫此为甚。将欲图国

力之坚持, 必先图国民体力之发达。至缠足一事, 残毁肢体, 阻阏血脉, 害虽加于一人, 病实施

于万姓 。......当此除旧布新之际, 此等恶俗, 尤宜先事革除, 以培国本 。为此令仰该部, 速行

通饬各省, 一体劝禁, 其有故违禁令者, 予其家属以相当之罚, 切切此令 ”。 [ 6] (P214)

清帝国建国之初, 便有 “留发不留头 ” 之说。维新事业已岌岌可危之时, 康有为郑重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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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 “皇上先断发易服, 诏天下, 同时断发, 与民更始, 令百官易服而朝”, 并 “大集群臣誓于

天坛太庙, 上告天祖, 下告臣民……即以今年改元为维新元年”! [ 7] (P369) 他甚至鼓动皇帝,

把国号改为 “中华” 二字 。 [ 7] (P342) 但未被光绪皇帝采纳。

断发易服又是清王朝最忌讳的事, 在 19世纪末提倡 “易西服 ”, 无异是名教罪人。中国最

早赴美留学的幼童中途撤回, 穿西服是一大罪状 。驻英公使郭嵩焘为披一件洋外衣, 遭到弹劾。

为了减少服饰变革的阻力, 康有为提出 “西服中源 ” 说, 按照儒家的衣冠传统解释西服的形制。

他在 《请断发易服改元摺 》 中说:洋装规制严肃, 衣长后衽, 乃孔子三统之一;冠帽似箕, 为

汉世大冠之遗;皮鞋为楚灵王之制;短衣为齐桓之服。这身衣装内承先祖之英风, 外取俄 、日变

法之精神, 使举国更新气象, 发扬尚武之风。从 “西学中源 ” 说到 “西服中源” 说, 是华夏中

心主义惯有的思维方法, 也是维新志士用心良苦的创意 。

辫子革命有强烈的仪式色彩。孙中山在广州起义失败以后, 愤然剪掉辫子, 表示与清廷势不

两立;章太炎于维新变法失败以后, 落发剪辫, 表示要彻底反满, 不与光绪皇帝共戴一天。鲁迅

曾经在其 《头发的故事》 里喟叹, “我不知道有多少中国人只因为这不痛不痒的头发而吃苦, 受

难, 灭亡”。晚清到五四一代学人辫子的或留或剪, 都折射了超越身体以外的政治的 、 文化的意

义 。

1912年 1月 1日南京临时政府成立, 同年 10月 3日, 公布了民国 《服制》, 共 3章 12条,

附图若干。主要内容为:

男子礼服分大礼服 、 常礼服两种, 昼用大礼服为西式大氅式, 晚用大礼服似燕尾服而后摆呈

圆形, 裤用西式长裤 。常礼服两种一为西式, 一为袍褂式, 均黑色。女子礼服上用长与膝齐的对

襟长衫, 下用裙, 周身得加绣饰。遇丧礼, 男子左腕佩黑纱, 女子胸际级以黑纱结 。礼帽 、礼靴

也有相应的规定 ( 《南京临时政府公报》 第 157号 ) 。

此种服制打破等级界限, 不分尊卑贵贱, 虽是官员的制服, 但对生活权利的平等却起了表率

的作用 。即使宫廷的遗老遗少无一例外都要遵守服制平等的原则, 有记载说:“宫廷内外, 一切

前清官爵命服及袍褂补服翎顶朝珠, 一概束之高阁” (胡朴安: 《中华全国风俗志》 下篇卷一

“京兆” ) 。

真正结束衣冠伦理政治化观念的, 是孙中山提出的服装制作的四条原则, 他在复中华国货维

持会的函件中要求制定服装的图式, 指出:“此等衣式, 其要点在适于卫生, 便于动作, 宜于经

济, 壮于观瞻”。使服装摆脱等级制度和政治伦理的干预, 与现代文明接轨 。当时, 有报纸指

出, 民国建立后政体 、国体 、 官制 、 礼仪 、历法 、 刑名 、娱乐 、 住所的诸多变化, 以服装的变化

最迅速 、最广泛 。一时间穿着打扮焕然一新:

“新礼服兴, 翎顶补服灭, 剪发兴, 辫子灭, 盘云髻兴, 堕马髻灭, 爱国帽兴, 瓜皮帽灭,

爱华兜兴, 女兜灭, 天足兴, 纤足灭, 放足鞋兴, 菱鞋灭 ” ( 《申报》 “自由谈”, 1912年 3月 20

日 ) 。

中山装和旗袍都是沿用西服的审美价值, 结合中国人穿着的习惯, 对传统服装加以改造而创

制的新服式, 是中西结合最成功之作 。二十世纪 20年代末, 国民政府重新颁布 《民国服制条

例 》 时, 中山装被确定为礼服 。

(二 ) 婚礼的变革

几千年来, 中国传统婚姻一直实行的是 “纳采 、 问名 、 纳吉 、 纳征 、请期 、 亲迎” 的六礼

之仪, 有其迷信 、粗俗 、 繁琐 、奢靡等弊病。到了 19世纪末, 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变化和西方

婚仪的东渐, 一些先进的中国人开始参酌中西礼法, 既吸取西式婚仪的隆重 、热烈 、简便的优

点, 又抛弃其在教堂举行等宗教习俗, 创造了一套中国式的 “文明结婚” 仪式 。

1928年, 南京国民政府礼制服章审订委员会及大学院院长蔡元培 、 内政部长薛笃弼, 以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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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行礼自为风气, 或仍沿前清旧习, 或滥用缛节繁文 、 新旧庞杂 、漫无标准为由, 将所拟现行婚

礼草案会呈国民政府, 请核定颁布。

该 《婚礼草案》 的中心是:矫正奢侈, 消弭诈伪, 破除迷信, 提倡质朴, 并酌情采纳旧的

礼仪制度中的可用部分。

这个草案的主要内容为:

(一 ) 订婚:( 1) 订婚年龄:依法律之规定 。 ( 2) 订婚信物:双方交换订婚帖, 各种聘礼

一概免除。

(二 ) 通告:结婚一月前, 由男女两家同意, 订定结婚日期, 双方只具名帖, 所有礼品一概

革除。

(三 ) 结婚: ( 1) 结婚地点:在公共礼堂或在家庭举行 。 ( 2) 结婚关系:甲 、介绍人;乙 、

主婚人, 双方父母或保护人为当然主婚人, 无父母或保护人者, 各就亲长中推定一人主婚;丙 、

证婚人, 双方公推本地有声望者一人为证婚人;丁 、 傧相, 男女傧相各二人, 由双方邀请;戊 、

司仪, 由双方公推一人为司仪 。 ( 3) 结婚礼服:结婚时, 应着礼服 。 ( 4) 结婚礼节依次为:司

仪人入席;奏乐;来宾入席, 各就各位;全体肃立, 向党 、 国旗及总理遗像行三鞠躬礼;证婚人

读证书;证婚人分别讯问新郎 、新妇是否同意。新郎 、 新妇随后盖章或签字;证婚人 、 介绍人 、

主婚人依次盖章或签字;新郎 、 新妇相向立, 互行三鞠躬礼, 并交换戒指;证婚人 、 主婚人致

词;来宾致贺词;新郎 、 新妇谢证婚人 、 介绍人以及来宾;奏乐, 礼成。

该 《婚礼草案》, 无疑是将旧式婚礼与新式婚礼杂糅之后制定的, 基本上是以旧式婚礼的程

序为基础, 革除了旧式婚礼的繁琐, 吸收了新式婚礼的俭朴和热闹。而在结婚仪式上, 基本上采

用了新式婚礼的程序 。它是当时新旧婚俗调和的产物, 既是对旧式婚礼的一种改良, 也是对新式

婚礼的一种变通 。

1935年, 上海市政府为响应国民党政府提倡的 “新生活运动 ”, 彻底变革传统婚嫁仪式, 去

奢从俭, 于 2月 7日公布了以简单 、 经济 、庄严为宗旨的 《上海市新生活集团结婚办法》。

(三 ) 相见礼的变革

清末, 随着中外交往的增多和外国文化的传入, 关于西方礼节的书籍也传入中国, 西礼渐为

国人所闻。光绪十二年新版的 《西礼须知 》, 表明西方礼节已在中国传开 。虽然官场上仍沿袭中

国礼, 但中国官员在到国外时, 有时也采用西礼。 19世纪六七十年代, 清廷开始向海外派遣各

种类型的使团和官员, 他们开始亲自了解和认识了西方国家的政治与外交礼仪, 并自觉不自觉地

与中国传统的跪拜礼仪相比较 。 1866年 3月, 清廷派斌椿 、 张德彝等人随赫德前往英法等国考

察 。感触颇深:“其君臣相见, 无山呼跪拜礼, 只垂手免冠而已”。作为使臣 “相见 (英国君主 )

亦如是, 只不脱帽”。 [ 8] (P546) 赴瑞典 、 比利时等国, 也受到了类似的礼仪接待 。

1868年, 清廷官员志刚 、 孙家谷等随蒲安臣出使西方各国时, 采用的是西方通行的握手或

鞠躬礼 。西方国家的这种外交礼仪, 对于久居中国的清廷官员来说, 无疑必会留下极其深刻的印

象 。孙家谷曾有记述:“秋后渡西洋, 抵英吉利岛国, 见其女君, 礼节不过进退三鞠躬而已。彼

此立谈, 无跪拜之文 。赞以美词, 循旧典也”。 [ 9] (P381)

其后, 伴随着介绍西方国家各种政治 、经济 、 法律 、军事 、 外交 、思想 、 文化, 包括礼仪方

面的书刊大量传入, 伴随着清廷出使西方各国人员的增多, 中国人对西方礼仪的认识更加广泛而

深刻。特别是此后中国日趋严重的民族危机, 更促使进步的中国人开始反思中国传统礼仪与民族

奋起自救的关系, 以审慎的态度对中西各方面的差异进行分析比较。进步的中国人认为, 传统的

跪拜礼俗, 只能培养人们的愚忠愚孝思想, 泯灭国民的独立人格意识, 因而发出了废除以跪拜礼

为主要标志的繁琐礼制的呼声。维新志士谭嗣同在其 《仁学 》 一书中, 揭露 、 抨击了历代封建

统治者利用 “繁琐拜跪之仪”, 束缚 、钳制臣民百姓思想, “以挫其气节” [ 10] (P341) 的卑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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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与险恶用心 。梁启超在 1897年任教时务学堂之时, 即曾将废除跪拜与变法图强 、 维新救国

联系起来。 “今日欲求变法, 必自天子降尊始, 不先变去拜跪之礼, 上下仍习虚文, 所以动为外

国讪笑也”。 [ 11] (P548)

1906年 1月 24日, 即旧历除夕日, 两广总督岑春煊在对属下的示谕明确规定:“自明年正

月为始, 文武大小官员, 入见概用长揖, 普免屈膝请安俗仪, 以符定制而挽颓风”。

其后, 江苏 、江西 、 湖北 、河南等省, 亦皆于当年废除了府 、 州 、 厅 、 县官员自称 “卑职”

的陋习, 废除了属下进见上级大吏的跪拜礼, 规定凡下级官员初见上级大吏, 只行三揖之礼, 常

见只行一揖之礼 。

1910年 10月, 资政院内一些较为激进的民选议员, 终于公开而大胆地提出了 “请废跪拜礼

节 ” 的建议案。

1912年 3月, 南京临时政府内务部 、 教育部通知已宣布独立的各省军政府, 要求祭孔时

“除去拜跪之礼, 改行三鞠躬, 祭服则用便服 。同时规定废止迷信一类的祭祀活动可照旧致祭文

庙, “惟除去拜跪之礼, 改行三鞠躬, 祭服则用便服 ”。 [ 12] (P254) 其后, 又明令废除社会交

往中的叩拜 、相揖 、 请安等旧礼节, 改行鞠躬礼 。以孙中山的名义发布 《令内务部通知革除前

清官厅称呼文》, 要求革除 “大人”、 “老爷 ” 等称呼, “嗣后各官厅人员相称, 咸以官职, 民间

普通称呼则曰先生 、 曰君, 不得再沿前清官厅恶称 ”。 [ 13] (P155)

同年 8月 17日, 公布了民国 《礼制》, 内容如下:

第一章男子礼

第一条男子礼为脱帽鞠躬 。

第二条庆典 、祀典 、 婚礼 、丧礼 、聘问, 用脱帽三鞠躬礼。

第三条公宴 、公礼式及寻常庆吊 、交际宴会, 用脱帽一鞠躬礼。

第四条寻常相见, 用脱帽礼。

第五条军人警察有特别规定者, 不适用本制。

第二章女子礼

第六条女子礼适用于第二条 、第三条之规定, 但不脱帽 。寻常相见, 用一鞠躬礼。

第七条本制自公布日施行 。

( 《东方杂志 》 第 9卷第 4号, 《中国大事记》 1912年 10月 1日 )

三 、 中国传统礼仪法文化的现代价值

传统的礼仪法文化, 其合理性与破坏性并存, 精华与糟粕同在。它承载着中华民族世代传承

的民族精神 、民族品格与传统美德, 也灌输着拘泥 、 虚伪与害人的礼教教条;它在和谐人际关

系, 维持有序 、 理性的社会秩序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同时又凝结着浓重的尊卑等级

观念 、 封建迷信色彩, 充斥着铺张 、 奢华的繁文缛节;它携带着温情, 又制造着残酷。取其精

华, 弃其糟粕, 将有助于当今的礼仪文化的建设。

曾经, 我们走入了极端。 “五四 ” 之后反传统的强大思潮使一代又一代中国人越来越远地告

别了传统, 对传统文化的偏激化反思在文化大革命中更是登峰造极, “克己复礼 ”、 “温良恭俭

让 ”、 “忠孝仁义 ”、 “尊祖敬宗” 等 “孔孟之道 ” 被扫进了历史垃圾堆。在对待礼仪法文化方

面, 我们把 “脏水和孩子 ” 一同倒掉了 。历史文化积淀最深的民族成了一个没有历史的民族,

社会发展中则一定程度地出现了道德失范, “礼仪之邦 ” 变得不讲礼仪了。

不同的是, 已成功步入现代化的韩国, 竟然保留了那么多从我们祖先那里继受过去的 、而被

我们抛弃了的礼仪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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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朝鲜, 曾拥有非常发达的礼仪文化, 其庞大规模与完善程度, 仅亚于中国 。古代朝鲜的

礼仪文化, 是在中国文化的直接而深刻的影响之下产生 、 发育直至成熟的, 中朝礼仪及礼仪法,

同根同源。就儒家化的程度而言, 古代朝鲜是中国本土之外最为彻底的地区, 也是受中国礼仪影

响最大的地区, 移植并生长出与中国相似的礼仪文化, 享有 “小中华 ” 之誉, 曾被称之为 “东

方君子国”、 “东方礼仪之国”。日本今西龙博士所著 《朝鲜之文化 》 有云:“朝鲜享受中国之文

化, 故其国之思想全然受中国文化之支配 ”。 [ 14] (P23) 杨鸿烈先生曰:“至于法制方面, ……

1905年以前, 高丽所施行之法律, 皆仿中国者也 。” [ 14] (P23) 考文献所载, 中国礼仪与法律

在朝鲜最早发生影响, 应上溯到殷周交替时代。至于李朝, 以中国古代五礼为主制定的 《国朝

五礼仪 》 乃是官修的礼仪法典, 按吉 、凶 、军 、 宾 、 嘉分类;而又以 《大明集礼 》 及明朝礼仪

制度作为参照, 加入朝鲜本国礼仪传统而形成, 是对中华汉文化礼仪的发展形态。

韩国人至今的社会共同道德, 仍然是我国宋代提出的 “八德”: “孝悌 、 忠信 、 礼义 、 廉

耻 ”。元代时, 从中国传入的 《朱子家礼 》 仍然是韩国人家庭伦理的规范基础, 春节 、 清明 、 端

午 、中秋这样的传统节日在韩国仍受重视 。几千年的儒教血脉在中国断裂后, 居然在韩国部分地

保存了下来, 乃至西方有些学者把韩国称为 “儒教国家的活化石 ”。这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

令人欣喜的是, 20世纪 90年代以后, 随着传统文化的复兴, “礼仪文化热” 也在中国蓬勃

兴起。复古色彩的清明节黄帝陵祭 “人文初祖 ” 典礼, 规模盛大的孔庙及各地文庙的祭孔礼,

热闹非凡的 “花轿迎亲” 中式婚礼, 庄严隆重的十八岁成人礼, 不断升温的深衣与汉服热……

在古老的中国相袭了数千年的传统的祭礼 、婚礼 、 成人礼 、 冠服礼, 等等, 而今融入了新的时代

的气息, 重新受到国人的推重, 这其实是一场 “自觉” 的文化扬弃。这种仪式的背后, 我们不

难看出一个民族内部正在悄然复活的寻中华之根, 思中华文明之内蕴的强烈意识和民族自尊心 、

自信心与自豪感 。

礼仪文化建设, 要靠道德规范的引领 。北京市教育局颁布 《北京市中小学生礼仪常规 》;团

中央推出 “十八岁成人仪式教育活动”;各地日渐重视升国的旗仪式;《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

的推出;“八荣八耻” 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提倡……

礼仪文化建设, 同样也离不开法律的规制 。国旗 、 国徽 、国歌的规定已写入国家的根本大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 还分别有专门的法律作详细规定。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法 》、 《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徽法 》。

例如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法》 明确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是五星红旗”,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象征和标志 。每个公民和组织,

都应当尊重和爱护国旗”。

对于国旗悬挂的场所 、时间 、机构以及升降旗的规则等, 国旗法都做出了具体详尽的规定。

例如:

“举行升旗仪式时, 在国旗升起的过程中, 参加者应当面向国旗肃立致敬, 并可以奏国歌或

者唱国歌。全日制中学小学, 除假期外, 每周举行一次升旗仪式 ”。

“升挂国旗, 应当将国旗置于显著的位置 。列队举持国旗和其他旗帜行进时, 国旗应当在其

他旗帜之前 。国旗与其他旗帜同时升挂时, 应当将国旗置于中心 、较高或者突出的位置 。在外事

活动中同时升挂两个以上国家的国旗时, 应当按照外交部的规定或者国际惯例升挂 ”。

“在直立的旗杆上升降国旗, 应当徐徐升降。升起时, 必须将国旗升至杆顶;降下时, 不得

使国旗落地 。下半旗时, 应当先将国旗升至杆顶, 然后降至旗顶与杆顶之间的距离为旗杆全长的

三分之一处;降下时, 应当先将国旗升至杆顶, 然后再降下 ”。

还作出禁止性规定和处罚性规定:

“不得升挂破损 、 污损 、褪色或者不合规格的国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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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旗及其图案不得用作商标和广告, 不得用于私人丧事活动 ”。

“在公共场合故意以焚烧 、 毁损 、涂划 、 玷污 、践踏等方式侮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的, 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情节较轻的, 参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处罚规定, 由公安机关处以十五日以下

拘留”。

2007年 12月国务院发布关于修改 《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 》, 此次国家法定节假日的

调整, 增加了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 将清明 、 端午 、中秋设定为国家法定假日, 此举有利于弘扬

和传承我国优秀传统文化, 发掘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 扩大中国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 增强全世

界华人的凝聚力 。

中国是殡葬文化最发达的国家。关于殡葬礼仪文化改革方面, 我国早在 1997年 9月颁布国

务院颁布的 《殡葬管理条例》, 体现殡葬管理的方针。主要有包括三个环节的内容:首先是遗体

火化, 实现遗体处理方式的文明 、 节俭;其次是革除旧的丧葬陋习, 实现丧葬礼仪的文明 、 节

俭;最后是骨灰处理方式的文明 、节俭。

尊重 、 爱护人民币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和职责, 每一个公民都应该养成自觉尊重 、爱护人

民币的良好习惯和美德, 不得故意毁损人民币 。 1995年 3月 18日施行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

银行法 》 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

禁止故意毁损人民币 。禁止在宣传品 、出版物或者其他商品上非法使用人民币图样 。

2000年 5月 1日起施行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币管理条例 》 第二十七条明确规定, “禁止

下列损害人民币的行为”:

(一 ) 故意毁损人民币;

(二 ) 制作 、 仿制 、买卖人民币图样;

(三 ) 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 在宣传品 、出版物或者其他商品上使用人民币图样;

(四 ) 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其他损害人民币的行为 。

对于情节严重的礼仪违法行为, 我国也将其纳入现行刑法之中, 予以严厉的刑罚制裁。例

如:侮辱国旗 、 国徽罪, 是指在公众场合故意以焚烧 、 毁损 、涂划 、 玷污 、践踏等方式侮辱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旗 、国徽的行为 。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 第二百九十九条规定:

在公众场合故意以焚烧 、 毁损 、 涂划 、 玷污 、 践踏等方式侮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 、 国徽

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 、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

在 2007年召开的 “两会 ” 上, 曾有代表提议将泰山规定为 “国山 ”, 汉服规定为 “国服 ”。

此前, 也曾有学者呼吁将儒教规定为 “国教”。国山 、国服 、 国教等是应当由民间约定俗成, 还

是由国家制度加以规定? 哪些行为应当由道德调整, 哪些应上升为法律规范? 在当今正在进行的

礼仪文化建设中, 法律应如何发挥作用? 这是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我们将继续探索与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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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ChoiceinCulturalInteraction:
ModernTransitionofChina' sTraditionalEtiquetteLegalCulture

LVLi

(LawSchool, JilinUniversity, Changchun, Jilin, 130012)

Abstract:EtiquetteisthesymbolofancientChinesecivilization, andetiquettelawisthesignof

ChineselegalculturewhichcharacterizetheunityofChinaasa“landofcourtesyandpropriety”.Inthe

processofmodernization, Chinafirstencounteredtheconflictofculturesembodiedinetiquette.TheCon-

stitutionalReformandModernization( 1898) aftertheculturalconflicttakethetaskoftransformoldeti-

quetteastheprimarytask.ThetraditionaletiquettelegalculturereflectsthemeritsofChinesespiritand

character;butalsoshowsthedemeritsofclassifyingpeopleandover-elaboratesformalities.Toabsorb

whatisgoodandrejectwhatisbadisthedesirableattitudefortoday' setiquettecultureconstruction.

Keywords:etiquettelaw;sourcesoflaw;contentiononetiquette;conflictofculture;adjustment

andtran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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